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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阐明强潮河口最大浑浊带的形成机制及其运动规律, 通过瓯江和椒(灵)江实测资料分析, 系统分析了强

潮河口最大浑浊带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河口地貌的响应关系。 考虑黏性细颗粒泥沙运动特性和盐度的影响, 开

发了强潮河口最大浑浊带数学模型, 对椒(灵)江枯季大潮最大浑浊带运移过程进行了模拟。 结果表明: ① 强潮河

口最大浑浊带是潮波变形、 咸淡水混合、 泥沙再悬浮等复杂因素在一定河口边界和泥沙条件下相互作用的产物,

潮波变形和泥沙供给是影响最大浑浊带形成的关键因素。 ② 强潮河口最大浑浊带模拟必须充分考虑潮流、 盐淡水

混合、 泥沙周期性起动、 絮凝和沉积密实等因素, 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可用于强潮河口最大浑浊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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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地区强潮河口枯水期潮流作用强, 涨潮流挟带泥沙可直达潮流界, 并形成最大浑浊带。 近年来, 上

游水库建设致使径流量及洪峰流量减小, 加之强潮顶托, 枯水期最大浑浊带向上游运移距离更远, 导致河道

淤涨, 江水变浑, 严重影响水资源和航运资源开发与保护。 强潮河口最大浑浊带形成机制及其模拟成为这类

河口开发保护研究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许多学者针对河口最大浑浊带开展了研究, 就其成因和运动规律提出了各自的解释和模拟方法。 在形成

机制方面, 1893 年法国强潮河口 Gironde 河口最大浑浊带研究表明, 最大浑浊带是由潮汐不对称以及剩余的

密度环流引起 [1] 。 Mitchell[2] 发现盐水入侵是 Husdon 河口等缓混合河口最大混浊带形成的主要机制。 Uncles
等 [3] 发现 Humber 河口最大浑浊带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重力环流和潮泵效应分别在洪、 枯期起主要作用,
潮汐不对称和含沙量垂直梯度变化是最大浑浊带的控制因素。 李九发等 [4] 探讨了长江口最大浑浊带成因,
指出优势流和泥沙积聚再悬浮是长江河口最大浑浊带形成的主要机制, 且在洪季较为发育。 庞重光和杨作

升 [5] 研究则表明, 泥沙异重流在黄河口最大浑浊带形成中起重要作用。 沈焕庭等 [6] 认为珠江口最大浑浊带

的形成主要受潮动力、 重力环流及泥沙再悬浮和沉积过程影响。 最大浑浊带形成机制主要有 [7] : 泥沙沉降

和起动滞后效应; 絮凝作用; 河口环流作用; 潮波变形引起的不平衡输沙; 潮流冲刷作用; 高浓度悬浮体的

悬浮作用。 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不同, 各类型河口最大浑浊带形成的主要机制各不相同。 研究者针对瓯

江和椒江口等强潮河口的研究表明, 强混合河口最大浑浊带的形成条件和缓混合河口有明显不同 [8] 。 在模

拟方法方面, 主要有机制分解法、 箱式模型和数值模拟等手段。 朱建荣等 [9] 应用改进的 ECOM 模式耦合泥

沙输运模型, 研究了理想河口最大浑浊带形成的动力机制。 王崇浩和韦永康 [10] 建立了三维模型研究珠江口

最大浑浊带的运动规律。
以往针对最大浑浊带的研究多集中于现场资料的分析和经验估算, 研究对象多为缓混合河口。 而对于强

潮河口最大浑浊的形成机制及模拟方法研究不多。 瓯江河口和椒(灵)江治理工程均涉及到强潮河口最大浑

浊带问题, 本文通过对瓯江口和椒(灵)江治理工程实测资料分析, 研究强潮河口最大浑浊带的运动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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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机制, 并自主开发最大浑浊带数学模型, 对枯水期椒(灵)江最大浑浊带运移过程进行模拟, 以期更深

层次地阐明强潮河口最大浑浊带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为强潮河口治理和最大浑浊带研究提供借鉴。

1　 山溪性强潮河口水沙特性分析

1 . 1　 形态特征

图 1 和图 2 分别为瓯江和椒(灵)江河口形势图, 两河口均为喇叭型河口, 上游是流短势猛的山溪性河

流, 口外则是强潮海区, 河口向上随着进潮量减小, 河宽逐步缩窄。 瓯江感潮河段长 83 km, 上游有圩仁水

文站, 下游则为分汊型河道, 至河口灵昆岛, 经南北口分流入海。 椒(灵)江主流全长 209 km, 由上游支流

(永安溪和始丰溪)、 灵江、 椒江、 椒江口组成。 上游有沙段和柏枝岙水文站, 两支流汇集于临海市西郊三

江村, 至黄岩三江口为灵江主河段, 宽 200 ~ 1 400 m。 三江口以下至口门为椒江, 宽 880 ~ 1 800 m, 椒江口

向外为台州湾。

图 1　 瓯江河口形势

Fig. 1 Diagrammatic sketch of Oujiang River
图 2　 椒江河口形势

Fig. 2 Diagrammatic sketch of Jiaojiang River

1 . 2　 水动力条件

瓯江和椒江径流量年内分配极不均, 汛期(4—9 月)径流占全年总量的 75% ; 枯季(10 月—3 月)径流仅

占全年的 25% 。 洪水暴涨暴落, 洪峰一般持续 1 ~ 2 d, 流量变幅极大。 椒江记录到的最大洪峰流量为

16 300 m3 / s(1962 年), 最小流量仅为 0. 39 m3 / s(1967 年)。
瓯江口黄华站多年平均潮差 4. 5 m, 年最大潮差 7. 2 m。 椒江口海门站多年平均年潮差 4. 0 m, 年最大潮

差 6. 3 m。 潮型均为规则半日潮, 潮波自外海经喇叭口型河口传入主河道, 随着河宽和水深减小, 潮波剧烈

变形, 涨潮历时缩短, 落潮历时延长, 波形呈不对称, 且接近驻波。 潮差沿程呈增大趋势, 至潮流界潮差迅

速减小。
由于洪、 枯季流量变幅大, 潮流界几乎在整个河口区移动, 枯季潮区界和潮流界距离非常近。 径流对涨

落潮流速影响较大, 上游流量越大, 落潮流速越大, 涨潮流速越小。 瓯江上游径流超过 5 000 m3 / s 时, 温州

已无涨潮流; 径流超过 12 000 m3 / s 时, 龙湾已无涨潮流。 椒(灵)江枯季潮流界位于三江村上游, 当径流达

2 500 m3 / s 时, 潮流界下移至距口门仅 20 km 处; 当径流达 7 500 m3 / s 时, 河口区无涨潮流; 若遇特大洪水,
淡水舌可冲抵至口外 25 km 处。 图 3 为椒(灵)江 2013 年 12 月枯季大潮和 2014 年 6 月洪季大潮沿程各站垂线平

均流速变化, 涨落潮流流速由海湾向上游逐渐增大, 至潮流界后又迅速减小, 涨潮流速大于落潮流速。

1 . 3　 泥沙条件

瓯江和椒江径流携带的泥沙较少, 而海相输沙量较大。 瓯江流域多年平均输沙量为 189 万 t / a, 圩仁站

平均含沙量为 0. 165 kg / m3。 椒 (灵)江流域多年平均输沙量为 122 万 t / a, 沙段和柏枝岙站平均含沙量为

0. 236 kg / m3, 而椒江口一次大潮输沙量则超过 100 万 t。 枯季含沙量呈现“两头小, 中间大”的分布特征,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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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大浑浊带形成和运动。 瓯江口最大浑浊带位于龙湾至梅岙河段, 涨、 落潮含沙量峰值高达 5 ~ 7 kg / m3,
平均含沙量为 2 ~ 3 kg / m3, 含沙量沿程变化如图 4 所示。 椒(灵)江最大浑浊带位于海门至庙龙港河段, 最

大浑浊带核心含沙量高达 30 kg / m3, 而同时上游径流含沙量在 0. 2 kg / m3 以下, 河口含沙量在 0. 5 kg / m3 以

下, 2013 年 12 月枯季大潮和 2014 年 6 月洪季大潮含沙量沿程变化如图 5 所示(垂线测站位置见图 2)。 含沙

量水平和垂直梯度都很大, 底层出现高含沙量, 与缓混合河口比, 垂向梯度要小一些。 洪水期洪水具有稀释

作用, 高含沙量区被推至口门附近。
瓯江和椒江的悬沙、 床沙均呈现上游较粗下游较细的特征。 瓯江河床底质中值粒径为 0. 22 mm, 悬沙粒

径为 0. 01 ~ 0. 03 mm。 椒(灵)江河床底质中值粒径为 0. 004 ~ 0. 03 mm, 悬沙中值粒径为 0. 005 ~ 0. 010 2 mm。
从椒(灵)江河道 2013 年 12 月悬沙和底质粒径的沿程分布来看(图 6), 椒(灵)江下游至河口悬沙和床沙粒

径相近, 悬沙、 河床泥沙交换十分频繁。

图 3　 椒(灵)江沿程各垂线平均流速变化

Fig. 3 Variation chart of average velocities
图 4　 瓯江沿程含沙量变化(径流量 24 m3 / s)
Fig. 4 Variation chart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图 5　 椒(灵)江河道沿程垂线平均含沙量变化

Fig. 5 Variation chart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图 6　 椒(灵)江河道沿程悬沙和底质粒径

Fig. 6 Grain size of suspended sediment and bed load

1 . 4　 盐度

两河口均为强混合型河口, 盐度分布呈现河口向上游逐渐减小的特征。 瓯江枯水期表底层盐度差小于

0. 5‰。 梅岙—三条江盐度在 10‰以下, 三条江—龙湾盐度为 10‰ ~ 20‰, 龙湾—崎头盐度为 20‰ ~ 30‰;
洪水期盐水只能上溯至龙湾附近。 椒(灵)江表底层盐度一般相差 1‰左右。 灵江河道盐度为 3‰ ~ 9‰, 椒江

河道盐度为 11‰ ~ 18‰, 椒江河口及口外平均盐度为 20‰ ~ 30‰。 盐水上溯入侵和淡水发生掺混, 致使潮

流垂线流速分布和含沙量分布与一般明渠水流明显不同。

2　 径、 潮作用下最大浑浊带运动特征

洪季径流作用强, 洪水稀释顶压高浓度悬沙向河口外移; 枯季潮流起主导作用, 极易发育最大浑浊带。
瓯江圩仁站流量为 21 m3 / s 时最大浑浊带在状元至岩门山之间活动; 流量为 34 m3 / s 时最大浑浊带在岩门山

至龙湾之间活动; 超过平均流量时, 最大浑浊带下移至龙湾以下, 随着洪水继续增大, 最大浑浊带含沙量降

低, 并推至口门以外, 最大浑浊带活动范围超过 20 km [9] 。 图 7 为椒(灵)江 2014 年 6 月 14—15 日现场实测

大潮含沙量沿程分布图, 观测期间上游径流小于 100 m3 / s, 外海潮差 4. 5m。 可以看出最大浑浊带在庙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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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海门河段(2#—6#测站间)运移, 距离超过 30 km。 含沙量垂向分布表现为底部含沙量大, 表层含沙量小,
落潮期随着水深减小和潮流减弱, 泥沙向底部集聚, 含沙量显著增大, 形成浮泥。

图 7　 椒(灵)江 2014 年 6 月大潮典型时刻含沙量分布

Fig. 7 Profile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at characteristic times of spring tide in June 2014

3　 山溪性强潮河口最大浑浊带形成机制

3 . 1　 最大浑浊带形成和运动的影响因素

(1) 径潮动力 　 强潮河口潮波上溯发生剧烈变形, 涨潮流速大而历时短, 浮泥遭受冲刷而悬浮于水中,
此时水深较大, 输沙量也大。 落潮流速小而历时长, 流速和含沙量垂向分布发生变化, 泥沙逐步在底部汇

聚, 底部流速较小使得泥沙输沙量减小, 涨落潮水平不对称运动驱使泥沙向上游搬运。 憩流时刻泥沙输运则

以垂向交换为主, 底部高浓度泥沙沉降淤积。 泥沙随潮流水平和垂向的运动形成了最大浑浊带, 并随涨落潮

流往复运移。 洪季在径流作用下河道含沙量稀释减小, 浑浊带向下游移动, 洪水期浑浊带则消散。
(2) 盐度影响和絮凝作用 　 两河口最大浑浊带运动范围大致与 3‰ ~ 12‰盐度线的位置相当(图 8), 处

于细颗粒泥沙絮凝最佳盐度范围, 表明盐度影响和絮凝作用对最大浑浊带的重要性。
(3) 密度环流 　 强潮河口不存在类似缓混合河口明显强劲的密度环流。 但在憩流前后特定的条件下会有

密度环流存在。 图 9 为河口落憩时刻实测流速剖面图(Z / H 为相对水深), 表层仍是落潮而底层已开始涨潮,
这种垂向流速结构使得底层高浓度悬沙向上游搬运, 在落潮时带到下游的表层泥沙又被垂直环流从底部带回

上游, 对最大浑浊带的形成起到周期性推动作用。 强混合河口密度环流顶部与上游下泄泥沙在河口过渡段的

中部相遇, 造成泥沙聚集, 使得最大浑浊带核心区含沙量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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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涨、 落憩时刻含沙量和含盐度沿程分布 [8]

Fig. 8 Distribution chart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nd salinity along river[8]

图 9　 河口落憩时刻流速剖面

Fig. 9 Velocity profile in repose time

　 　 (4) 泥沙的再悬浮和沉积 　 从椒(灵)江河床底质沉积密实和起动实验结果(图 10)看, 新淤泥容重较小,
起动流速也很小。 表明河床泥沙活动性极强, 河口半日潮周期性变化使得细颗粒泥沙沉积和固结缓慢, 很小

的潮流速即可将刚落淤的泥沙冲起悬浮, 泥沙常处于悬浮—沉降—起动再悬浮的运动状态, 河床面形成一个

由细颗粒黏性悬沙、 高含沙浓度层、 浮泥体和底质构成的沉积系统。 一般涨潮流速均可将河道新淤泥沙悬扬

并输运至上游, 有利于最大浑浊带的形成和运移。

图 10　 椒(灵)江河床底质沉积密实和起动特性

Fig. 10 Deposition and starting characteristics of bed load

3 . 2　 最大浑浊带成因和动力机制

从动力机制看, 径、 潮动力洪、 枯交替, 彼此消长是影响最大浑浊带形成和运动的关键因素, 径流、 潮

流、 盐度分布、 絮凝沉降和垂向环流共同引导泥沙在特定区段集聚, 涨落潮运动的不对称直接影响最大浑浊

带的形成。 垂直密度环流也周期性的起到推动作用。 河口区盐淡水的混合产生的密度环流以及对细颗粒黏性泥

沙起到的物化作用, 随着涨落潮流速周期变化, 引起含沙量垂向上的周期性变化。 从泥沙条件看, 河道存在着

丰富的细颗粒泥沙, 尤其是椒江河道 20 世纪 90 年代大规模的采砂使得河床较粗的砂质类泥沙被取走, 覆盖于

整个江道河床的泥沙均为细颗粒泥沙。 口外海湾底部和两侧长久以来形成的浅滩也增加了高含沙量浑浊带形成

的泥沙来源。 总而言之, 山溪性强潮河口最大浑浊带是在径潮相互作用、 潮波变形(潮流不对称往复运动)、 咸淡

水混合、 泥沙絮凝沉降再悬浮等复杂动力因素在一定河口边界(指数型收缩河口形态)和泥沙条件下相互作用的产

物, 潮波变形和泥沙供给是影响最大浑浊带形成的关键因素, 从动力机制和运移特征上都有异于缓混合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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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溪性强潮河口最大浑浊带运移过程模拟

4 . 1　 水流泥沙运动方程

在河口地区, 二维潮波运动可采用下列控制方程:
􀆟Z
􀆟t + 􀆟Hu

􀆟x + 􀆟Hv
􀆟y = 0 (1)

􀆟Hu
􀆟t + 􀆟Huu

􀆟x + 􀆟Huv
􀆟y = - gH 􀆟Z

􀆟x - 􀆟H u′u′
􀆟x - 􀆟H u′v′

􀆟y + sx - bx

ρ + fHv (2)

􀆟Hv
􀆟t + 􀆟Huv

􀆟x + 􀆟Hvv
􀆟y = - gH 􀆟Z

􀆟y - 􀆟H v′u′
􀆟x - 􀆟H v′v′

􀆟y + sy - by

ρ - fHu (3)

式中: u、 v 为 x、 y 方向流速分量; Z 为水位; H 为水深; f = 2ωsinφ 为科氏力系数(ω 为地球自转角速度);

( sx - sy)为表面风应力项; ( bx - by)为底部床面阻力项; g 为重力加速度; u′u′、 u′v′、 v′u′、 v′v′为雷诺应

力项。
二维盐度方程可采用下式:

􀆟HC
􀆟t + 􀆟HuC

􀆟x + 􀆟HvC
􀆟y = 􀆟

􀆟x Hφ x
􀆟C
􀆟x( ) + 􀆟

􀆟y Hφ y
􀆟C
􀆟y( ) (4)

式中: C 为含盐度; φ x、 φ y为 x、 y 方向的扩散系数。
二维悬移质不平衡输移方程可采用下式:

􀆟HS
􀆟t + 􀆟HuS

􀆟x + 􀆟HvS
􀆟y = 􀆟

􀆟x Hε x
􀆟S
􀆟x( ) + 􀆟

􀆟y Hε y
􀆟S
􀆟y( ) + αω(S∗ - S) (5)

式中: S 为含沙量; ε x、 ε y为坐标系 x、 y 方向的泥沙扩散系数; α 为悬沙沉降几率; ω 为悬沙沉速; S∗ 为水

流挟沙力。

4 . 2　 求解方法

根据坐标转换关系, 采用自主开发程序 [11] 将笛卡尔坐标下的控制方程转换成平面为一般曲线坐标下的

通用方程, 采用有限体积法对通用方程进行离散, 方程求解采用水位校正法求解耦合水位速度场, 求解代数

方程组时采用交替方向隐式迭代方法。

4 . 3　 参数确定

(1) 水流挟沙力考虑河道底部新淤泥的特性, 采用罗肇森浮泥水域挟沙力计算公式 [12] 。

S∗ = 0 . 296γ s
γ
γw

( )
12 . 8 U2

gH (6)

式中: γ s 为泥沙颗粒容重; γw 为泥沙湿容重; γ 为水体容重; U 为流速。
(2) 黏性泥沙沉降速度椒(灵)江及台州湾悬沙粒径较细, 属于黏性沙范畴, 含沙量也大, 泥沙沉速计

算必须考虑絮凝作用、 含沙量及流速变化的影响, 进行泥沙沉降速度计算时, 采用曹祖德公式计算, 计算参

数含义及取值方法参考文献[13]。

ω = ω0K f
1 + 4 . 6S0 . 6

1 + 0 . 06V 0 . 75 (7)

4 . 4　 模型计算范围及网格划分

数学模型上边界位于始丰溪沙段水文站和永安溪柏枝岙水文站, 外海东边界位于 - 30 m 等深线处, 南

北边界距离 60 km。 采用不等距网格划分, 网格数 700 × 200 = 140 000 个。

4 . 5　 模型验证

工程水域进行了多次水文测验, 收集了大量水文观测资料(测站位置见图 2)。 数学模型采用 201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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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 14: 00—5 日 22: 00 枯季实测大潮资料进行了潮位、 流速、 流向、 含沙量验证(图 11), 并模拟了枯

季大潮期最大浑浊带运动过程。 模型上游在沙段和柏枝岙水文站给定实测流量过程, 外海边界通过验证调试

给定潮位过程。

图 11　 含沙量过程验证

Fig. 11　 Verification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4 . 6　 椒(灵)江最大浑浊带运动特征分析

图 12 为 2013 年 12 月枯季大潮不同时刻浑浊带运动数模计算结果。 涨潮初期, 最大浑浊带(含沙量大于

20 kg / m3)主要集中在椒江口涌泉至海门河段。 随着涨潮动力增强, 椒江口泥沙被带起上溯, 5 kg / m3含沙量

图 12　 典型时刻浑浊带运动过程

Fig. 12 Motion process of maximum turbidity zone at typica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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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溯至三江村附近。 最大浑浊带上溯集中于西岙至石仙妇河段。 涨潮末期最大浑浊带含沙量进一步增大,
最大超过 25 kg / m3, 最远可达到庙龙港附近。 落潮时, 最大浑浊带随落潮流回落至椒江口。 整体上看, 枯季

大潮期最大浑浊带主要在庙龙港至三江口河段往返运动, 活动距离超过 30 km。

5　 结　 　 论

(1) 潮波变形和泥沙供给是影响强潮河口最大浑浊带形成的关键因素, 潮波变形导致涨落潮的不对称性

形成斯托克斯输移, 是最大浑浊带向上游运移的动力机制。 河床细颗粒高含沙量泥沙为最大浑浊带的形成提

供了丰富的泥沙来源。
(2) 缓混合河口最大浑浊带的位置与滞流点、 盐水楔顶端及拦门沙位置大体上一致, 最大浑浊带在洪季

较为发育, 位于河口拦门沙附近。 强潮河口最大浑浊带多在枯季大潮发育, 最大浑浊带活动区和口外水流扩

散区形成河口内外两个沉积隆起区。
(3) 强潮河口河床面形成一个由细颗粒黏性悬沙、 高含沙浓度层、 浮泥体和底质构成的沉积系统, 泥沙

运动的模拟必须充分考虑径流、 潮流、 盐淡水混合、 黏性细颗粒泥沙周期性的起动、 絮凝沉降和沉积密实等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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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urbidity maximum zon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in the macro tidal estuaries∗

ZHANG Xinzhou1, CHEN Xing2, DOU Xiping1, ZHAO Xiaodong1, XIA Weiyi1, JIAO Jian1, XU Hui1

(1 .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Key Lab of Port, Waterway and Sedimentation Engineering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Nanjing 210024, China; 2 . CCCC-FHDI Engineering Co. , Ltd. , Guangzhou 510230, China)

Abstract: To illustrat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ximum turbidity zone in the
strong-tidal estuar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maximum tur-
bidity zone and its response relationship with estuarine landforms in the well-mixed estuary by analyzing the measured
data. By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viscous fine sediment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salinity, this
study developed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maximum turbidity zone in the strong-tidal estuary, which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migration process of the maximum turbidity zone in the dry season of the Jiao (Ling) Riv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turbidity zone in the strong-tidal estuary arises from the interactions of complex dynamic fac-
tors ( e. g. , tidal wave deformation, saltwater-freshwater mixing, sediment flocculation and re-suspension) under
certain estuary boundary and sediment conditions. Also, tidal wave deformation and sediment supply are the key fac-
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maximum turbidity zon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simulations of the lar-
gest turbidity zone in the strong-tidal estuary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all the factors, such as tidal current, saltwater-
freshwater mixing, periodic movement of viscous fine sediment, flocculation and sediment compaction. The mathe-
matical model can be used to study maximum turbidity zone in strong-tidal estuary.

Key words: macro tidal estuaries; flow-sediment characteristic; maximum turbidity zone; formation mechanism;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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